
【新时代社会救助理论与实践】

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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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建 平

——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中心的分析

一、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现状

社会救助标准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资格标

准，即符合标准的个人或家庭才有资格获得相关

社会救助待遇。二是待遇标准，即救助对象可获

得项目所规定的资金、物质或服务的帮助。我国

社会救助是一个涵盖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医

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灾害

救助和慈善救助在内的“八加一”制度体系，每

个项目都有相应的标准。在所有救助项目中，只

有低保收入标准既是资格标准也是待遇标准。目

前我国对于社会救助标准体系建设的具体实践大

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低保标准。低保的资格标准包括收入标

准和资产标准两个部分。低保收入标准既用来识

别低保人员，也用来发放待遇。也就是说，当低

保对象的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时，那么可以通

过补差的方式将其收入补充到当地低保标准。目

前我国大都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或收入比例法来

制定和调整低保标准。例如，山东、浙江、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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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的低保标准调整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调整

幅度大体在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20%到45%之间。

也有一些地方将低保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

例如，从2007年起，江苏省无锡市就建立了低保

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指标挂钩的增长机制，市区低

保标准按照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

的比例确定。〔1〕前各地资产标准差异非常大，既

没有全国统一的资产标准清单，也没有统一的资

产数量和价值标准。例如，2019年发布的《广东

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中只规定了家庭

财产包括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机动车辆、

房屋及其他应当计入家庭财产的项目。〔2〕

二是低收入标准。尽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没有将低收入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但一些地

方将低收入标准作为申请专项救助的资格条件。

目前多数省份都是将低保标准的一定比例作为低

收入标准。例如，《武汉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

法》规定，低收入困难家庭是指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于或者等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低于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且家庭财产现状符合规定

的城乡家庭。〔3〕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如北京市的

低收入标准就是最低工资标准。2020年9月开始，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012元，因此低收入家庭

认定标准也为2012元。〔4〕

三是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特困人员供养沿用

了传统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和农村五保供养制

度的认定标准，因此标准界定比较清楚。国家将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

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

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视为特困人员供养。

四是专项救助标准。专项救助包括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就业救助。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专项救助的资格标准基本都与低保、特困

人员供养相互绑定。考虑到专项救助与低保捆绑

可能引起的一系列福利依赖等问题，目前各地的

专项救助已经开始延伸到低收入家庭。例如，

2018年实施的《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第十

九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规定

的低收入家庭可以分别给予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和住房救助。〔5〕一般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可以获

得专项救助，但不能享受低保金。

五是临时救助标准。临时救助是指对因火灾、

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

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给

予帮助。但是，评估突发性意外事故对生活造成

的困难程度比较困难，再加上临时救助的给付必

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施，因此临时救助的标准

往往很难把握。为此，《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规

定，临时救助的具体事项、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低收入家

庭救助、专项救助的资格条件需要与低保标准挂

钩。此外，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族、

宗教等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力量也会提供很多方面

的救助，而这些救助项目的受助资格往往也同低

保资格捆绑在一起。因此，低保标准是整个社会

救助标准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本文将先讨论当下

所面临的与社会救助标准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

即低保标准水平偏低与福利依赖、低保待遇标准

结构与分类施保、资产标准确定与低保对象人数

下降。在此基础上，面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背

景提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建设中的三

个重要问题

（一）低保标准水平偏低和福利依赖

总体看来，目前我国社会救助标准的保障水

平偏低，尤其是城市低保标准偏低较多。〔6〕从表1

可以看出，2018年全国城市平均低保标准相当于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最低的湖南省只相当

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全国农村平均低保

标准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最低的河南省

仅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从国外的情况来

看，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例如欧盟的标准一般

在平均收入的 50%—60%。因此，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的低保标准明显偏低，尤其是城市低保

标准偏低更多。

从理论上讲，如果救助标准偏低，那么救助

制度将缺乏对贫困人口的吸引力。但在实践中，

我国低保制度却存在较为严重的福利依赖问题。

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呢？由于社会救助都要求瞄

准“贫困者”，但目前我国尚没有为整个社会救助

体系设计的“贫困标准”，专项救助和很多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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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救助项目以及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项目都缺乏

独立的资格标准，因此不得不将其救助资格与低

保绑定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低水平的低保标

准由于绑定了大量其他救助项目使得其实际待遇

非常高，一些低保对象为了持续享受待遇而拒绝

就业，进而造成福利依赖。〔7〕因此，尽管我国低

保标准水平偏低，但是由于存在福利捆绑现象，

使得低保制度的实际替代率非常高，进而极大影

响了受助者的就业积极性。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

的“福利依赖”现象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被定

表1 2018年各省城乡居民低保标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率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国

城市低保标准

（元/月）

1000.00

920.00

601.30

495.80

640.50

590.20

506.90

564.80

1070.00

682.40

762.60

569.70

605.60

577.40

532.40

492.90

605.00

468.80

748.60

589.60

485.60

546.00

507.20

591.70

566.80

805.00

568.10

489.10

503.20

570.00

433.50

615.83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年）

67989.89

42976.25

32977.18

31034.80

38304.68

37341.93

30171.94

29191.33

68033.62

47199.97

55574.31

34393.08

42121.31

33819.40

39549.43

31874.19

34454.63

36698.25

44340.97

32436.07

33348.65

34889.30

33215.91

31591.93

33487.94

33797.38

33319.25

29957.00

31514.53

31895.22

32763.55

37750.45

收入替代率

0.18

0.26

0.22

0.19

0.20

0.19

0.20

0.23

0.19

0.17

0.16

0.20

0.17

0.20

0.16

0.19

0.21

0.15

0.20

0.22

0.17

0.19

0.18

0.22

0.20

0.29

0.20

0.20

0.19

0.21

0.16

0.20

农村低保标准

（元/年）

12000.00

11040.00

4321.70

4072.60

5453.80

4629.70

3881.10

3974.10

12840.00

7777.10

9083.30

5891.80

7127.30

4111.70

4482.00

3617.40

5275.20

4097.90

7114.50

3812.30

4310.40

4984.90

4009.10

4191.30

3651.90

4005.70

4221.00

3978.80

3713.10

3965.50

3842.30

5467.0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年）

26490.29

23065.23

14030.89

11750.01

13802.56

14656.33

13748.17

13803.65

30374.73

20845.07

27302.37

13996.02

17821.19

14459.89

16297.00

13830.74

14977.82

14092.51

17167.74

12434.77

13988.88

13781.22

13331.38

9716.10

10767.91

11449.82

11212.84

8804.13

10393.34

11707.64

11974.50

15228.22

收入替代率

0.45

0.48

0.31

0.35

0.40

0.32

0.28

0.29

0.42

0.37

0.33

0.42

0.40

0.28

0.28

0.26

0.35

0.29

0.41

0.31

0.31

0.36

0.30

0.43

0.34

0.35

0.38

0.45

0.36

0.34

0.32

0.36

注：低保标准为2018年第4季度低保标准。收入替代率=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8年第四季度低保标准》，2019年1月30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

2020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2019年1月21日，http://www.stats.gov.

cn/tjsj/，2020年6月5日。

83



义为“中国式福利依赖”〔8〕。福利捆绑现象的存在

不仅助长了一些低保对象的懒惰，也使得提高低

保标准变得比较困难。

（二）低保救助标准结构与分类施保

目前，我国低保待遇标准未充分考虑家庭人

员规模和结构等微观因素。除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的一些城市外，如上海、福州、厦门等，大部分

地区没有针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确定弹性的保

障标准，而是实施统一固定标准或分档标准。实

际上，不同类型、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其生活困

难程度是不一样的，生活需求也存在一定差异。

例如，如果家庭有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等，

其生活成本就要比普通家庭高得多。如果家庭人

口数量多，其日常消费和生活成本也要高。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实施统一标准会产生救助过度或

救助不足两种极端情况。救助过度不仅容易造成

福利依赖，也是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救助不足

则使得困难群体无法获得有效帮助，还可能成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发达国家，例如美国、

澳大利亚等，通行的做法是针对不同的家庭人口

规模执行不同的标准。例如，根据美国健康与人

文服务部（HHS） 2020年的联邦贫困线标准数据，

在本土48个州，单身人士的贫困线为年收入12760

美元。典型的美国家庭，一对父母两个子女组成

的四人家庭，其贫困线为26200美元，折合人民币

大约18万元/年左右，人均4.6万元/年，见表2。总

体看来，家庭每增加一个人，以家庭计算的贫困

线收入就增加4480美元。这种做法并不是以单人

贫困标准为基准，根据人口数进行简单翻倍的，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家庭规模带来的规模

经济效应。

我国目前低保对象待遇给付的原则是按人保，

表2 2020年美国本土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贫困线

家庭人数（单位：人）

1

2

3

4

5

6

7

8

贫困线（美元/年）

12760

17240

21720

26200

30680

35160

39640

44120

注：超过8人的家庭，每增加1人增加4480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健康与人文服务部：《2020年美国本土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贫困线》，2020年5月23日，https://aspe.hhs.

gov/poverty-guidelines，2020年6月5日。

即低保待遇是按照家庭内部受保人数的多少进行

待遇累加的，因此并没有考虑到人口数量增加所

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实践中，我国低保标准

会采用根据家庭人口情况分类施保的方法来解决

家庭需求差异的问题。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永

宁县民政局制定的2018年的《农村低保分类施保

实施方案》规定：第一类保障对象（A类）是家庭

主要成员长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生活常年陷入困境的特别困难家庭。

保障标准为490元，残疾人为539元。第二类保障

对象（B类）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因残疾、因伤或患

重特大疾病 （长期慢性病） 等原因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较长时间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保障标准

为375元，残疾人为413元。第三类保障对象 （C

类），家庭主要劳动力因服刑、强制戒毒、意外伤

害等原因，造成家庭人均收入暂时性低于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一般困难家庭，保障标准为285元

（残疾人为314元）。〔9〕通过分类施保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考虑到不同低保家庭的需求差异，但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低保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

低保制度按人保的做法隐含的前提假设是：低保

金只发放给低保对象本人，低保家庭中的其他成

员是得不到帮助的。但是在实践中，低保金通常

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不可能将低保人员与其

他家庭成员分开。因此，我国目前的低保标准分

类尚待进一步细化。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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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家庭人口规模会变得差异很大，可能出现

人口数量非常多的家庭，例如五口之家、六口之

家等。因此，不断完善分类施保政策，并进一步

细化低保标准的家庭分类标准，尤其是考虑家庭

人口数量不同带来的规模效应，显得更为迫切。

（三）收入和资产标准确定与低保对象的数量

下降

近年来，我国低保人数下降趋势十分明显。

城市低保人数在1997年时只有87.9万，覆盖率为

0.22%。城镇低保人数到 2003 年时增加到 2246.8

万，覆盖率为4.29%，此后开始逐年下降。到2017

年，城镇低保人数为 1261 万，覆盖率只剩下

1.55%。在2001年农村低保制度初建时，农村低保

人数只有304.6万人，覆盖率只有0.38%。此后迅

速上升，到2013年农村低保人数为5388万，覆盖

率到达8.56%，后又呈下降趋势，见图1。由于我

国低保标准既是待遇标准也是资格标准。也就是

说，只有那些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才有资格申请低保。

因此，低保标准偏低不仅导致我国现金救助待遇

水平偏低，而且使得低保覆盖面偏小。另外，尽

管我国目前对于低保资格的收入标准的规定是明

确的，但在实践中，要做到对于申请家庭的收入

判断完全准确是很难的。一些贫困家庭的收入可

能是季节性的，有些是临时性的，不好统计。尤

其是农村居民的农林渔和畜牧业收入受季节、气

候、自然灾害以及市场供求等因素影响大，很难

量化。如果家庭收入调查难以准确，基层工作人

员为了规避自身的责任和风险，很容易将那些边

缘贫困群体排斥在外，导致受助人数下降。

资产标准因素也是近几年来导致我国低保人

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与收入标准相比，我国的资

图1 1997—2017年中国城乡低保受助率情况

注：受助率=低保人数/城乡户籍人口数。

资料来源：本表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1996年—2008年）》、1997—2017年民政部

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1996年—2008年）》，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20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2017年10月18日，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0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1997—

2017），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20年3月10日。

产标准都是由各地自行规定的，在全国层面并没

有统一的标准。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差异较大，

因此目前各地的资产标准差异也非常大。在低保

制度实施的早期阶段，各地普遍缺乏资产状况评

估的量化标准，很多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例如，低保户不能拥有车辆、

不能有存款、不能拥有两套及以上的住房、不能

拥有昂贵的家具或家用电器等。由于贫困家庭的

状况千差万别，再加上资产本身的价值估算非常

困难，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很容易造成一些本

该获得救助的家庭却得不到救助。

近年来，各地也开始不断完善关于资产标准

的规定。例如，安徽省宿州市规定，从2018年开

始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不得获得低保：（1） 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拥有机动车 （不含残疾人功能

性补偿代步机动车）、经营性大型农机具、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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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经营性房屋，价值超过当地低保月标准24

倍的；（2）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企业法人”，

并正在从事经营活动，连续6个月营业纯利润超过

月低保标准2倍以上的，或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性活

动的；（3） 家庭人均现金资产 （含储蓄存款及利

息）和持有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含家庭拥有的高

档收藏品）总价值超过当地低保月标准24倍的。〔10〕

对于资产进行价值评估的做法较之前期“一刀切”

是重大进步，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实际上，决定

一个地区的贫困家庭可以持有多少资产的因素非

常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气候条件和社会

文化心理等。例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贫困家

庭拥有机动车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于欠发达地区

来说，贫困家庭拥有车辆可能就是一件不正常的

事情。在我国北方地区，贫困家庭拥有空调可以

认为是奢侈品；但在炎热的南方地区，空调则可

能会被认为是必需品。贫困家庭是否允许有存款

或者可以允许有多少存款与当地民众的社会心理

密切相关。在西方国家，贫困家庭中的每个成员

都拥有个人空间可能是正常的，而我国对于拥有

个人私密空间的要求则并不那么高。由于资产涉

及的种类众多，标准过严或过宽都将对受助对象

的数量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各地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开始引

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这使得在一段时间内

城乡低保人数下降较快。例如，截至2014年 9月

中旬，甘肃省各地通过入户调查、信息比对等形

式共清退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11.9万户，查处

具体问题237起，追缴低保资金55.98万元。〔11〕再

如，2014年武汉市通过信息核对共清理或审批不

予通过超标家庭10323 户，避免低保资金损失约

5000 余万元。〔12〕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建立之

后，大量不符合标准的低保人员被清退固然有早

期家庭经济状况核实困难的原因，但是与资产标

准的确定关系更加密切。例如，低保家庭的存款

数量标准是一个决定低保人员数量的敏感因素。

如果存款数量标准过于宽松，那么可能将很多低

收入家庭纳入低保。反之，如果资产标准过于严

苛，势必也会造成大量低收入／贫困人员退出低

保。此外，由于申请社会救助必须要授权相对应

部门核查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

的引入可能会阻止很多潜在的申请对象。因此，

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救助家庭资产标准是一个亟

须深入探讨的课题。

三、优化我国社会救助标准体系的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

标准体系存在一定问题。尽管当前的低保标准水

平偏低，但是由于很多其他社会救助项目因缺乏

明确的资格标准而与低保资格标准捆绑在一起，

导致低保制度实际受益水平非常高，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救助对象的福利依赖问题。目前，我

国低保待遇标准未充分考虑受助家庭成员规模和

结构等微观因素。虽然低保制度采取的分类施保

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但总体看

来仍然较为粗放。随着未来我国生育制度的放开，

进一步优化低保待遇标准的结构显得更加重要。

虽然低保的收入标准界定得非常清楚，但在实践

中由于居民收入的季节性、临时性、农村经营性

收入需要核算等原因，使得准确查清贫困家庭收

入仍然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低保

人员的数量。与收入标准相比，资产标准的确定

更加困难。如果由于资产标准过于粗放而采取

“一刀切”的做法，那么很多需要救助的家庭就会

被排斥在救助制度之外。近年来，我国开始进一

步细化资产标准，但是由于资产标准的确定受经

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心理、地理气候条件等复

杂因素的影响，要形成科学合理的资产标准体系

仍然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探索过程。

基于以上结论，结合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的时代背景，我国未来构建社会救助标准体系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适度提高救助标准的保障水平。2020

年我国将完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并进入缓解相对

贫困阶段，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也应随之进行相应

调整。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标准给付尚处于较低

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救助标准水平应更

多地考虑贫困者的发展需求，以满足新时代对贫

困家庭救助的需要，比如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等

服务的成本也算作救助标准的组成部分。由于我

国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因此，社

会救助项目不可能采取统一的标准，而是应根据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具体确定。此外，社会

救助项目的标准也要随着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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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进行适度调整，建立起与物价指数、工资和收

入、消费支出等关键影响因素的联动机制。

第二，完善不同救助项目标准，形成梯度化

标准体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社会救助标

准体系应至少包括低保标准、低收入标准、专项

救助标准、临时救助标准和社会慈善救助标准五

个组成部分。每个救助项目要根据贫困家庭的需

求确定各自标准，既要相互关联，又要保持相对

独立，尽量避免救助资格条件之间的相互捆绑。

社会救助标准体系除了要考虑收入和资产之外，

还应将消费支出、家庭需求差异等因素考虑进去。

通过构建多层次、梯度化的社会救助项目标准体

系，满足不同类型的救助对象的需求，逐渐剥离

与低保制度的福利捆绑。

第三，依据家庭人口结构和规模细化低保分

类标准。目前的分类施保仍然比较粗放，并且有

福利捆绑之嫌。随着专项福利制度，例如残疾人

两项补贴、困境儿童补贴、老年人福利等的完善，

分类施保的福利部分应逐渐从低保中剥离出来。

另外，随着未来全面放开生育，我国也可能会出

现大家庭甚至超大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低保标

准就需要将家庭规模边际效应因素放进低保标准

的考量中，按照家庭人口数量进一步细化低保待

遇标准。

第四，进一步明确收入和家庭财产标准。鉴

于目前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核查困难的情况，可以

考虑建立社会救助申请家庭收入认定测算指标体

系。根据农村经济收入特点，选择城乡居民家庭

普遍涉及、具有共性、基本反映家庭收入水平的

关键收入项目作为核算内容，并通过劳动力系数

折算量化申请家庭的实际纯收入水平。在确定财

产标准时，首先要区分哪些属于必需品和哪些属

于非必需品，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类财产相应

的价格上限。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包括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形

成财产标准清单，作为贫困家庭申请社会救助的

依据。社会救助的目标是为了让贫困家庭拥有一

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因此应当允许申请者拥有

一定数量的维持基本生活和生产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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